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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与侨乡的现代化历程

以泉州为例

�蒋 � 楠

(华侨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 要: 华侨被公认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有过卓越贡献, 在侨乡泉州, 这种贡献尤其明显, 甚至是侨乡

现代化的绝对主力。但是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并不只是发展, 近代中国在现代化中面临的困境在侨乡以特有的方

式被缓和、消解, 比如部分抵抗了近代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及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权力网络。华侨对现代化的理解

也与知识精英阶层有所不同, 不宜对华侨对侨乡的现代化影响有想当然的过高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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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 是中国独有的概念, 侨居海外数十年乃至几代人的华侨华人与故土之间有如此深的羁

绊可说是世所罕见。华侨一词在 19世纪末开始通用, 华侨的合法身份此时为清政府所承认� ,

作为海外华侨主要祖籍地的闽粤两省也就形成了许多侨乡, 泉州正是福建省的第一大侨乡�。随

着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成为国际性的研究热点, 而且多关注华侨对中

国或侨乡的贡献。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数依然关注的是华侨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对于现代化

社会转型的研究重点落在了经济发展、社会观念革新上, 宗族体系、民间信仰体系的保留单纯地

被视为连接海内外乡情的需要。

现代化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剧烈、最深刻的变动, 它绝不是一帆风顺, 亦非 �发展� 二

字所能简单概括。华侨, 一般被视为侨乡现代化的先行者和最大支持者, 这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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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通商后, 1860年 �中英北京条约 � 中有关契约华工的内容事实上允许了华侨可以自由往来故乡与海外, 华侨回乡不再

受到限制。到 1893年, 有关华侨禁令的法律也被废除, 华侨身份完全合法化。见郑一省. 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 � � � 海外
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 [M ]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绪论.

根据 1988年统计资料, 泉州市华侨总数为 463�8万人 (见 �福建省历史地图集 � �人口民族图组 �,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2004版 ), 远远超过福建省其他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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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认同, 华侨对故乡的公共事务十分关心, 通过支持革命和建设获得了新精英、新士绅的身

份使他们更容易影响故乡的公共事务。本文试图以泉州侨乡为例, 论述华侨不仅是泉州侨乡社会

现代化过程的一大助力, 而且, 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抵抗了中国在 20世纪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政

权内卷化� , 帮助保存公共空间, 以及存留部分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言的传统权力文化网络。

一 � 华侨对泉州侨乡现代化的主要贡献

华侨对侨乡现代化的贡献, 主要有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公益文化事业三个方面。

华侨对泉州侨乡政治现代化的贡献首先体现在辛亥革命的胜利上。晚清政府在向近代化迈进

的过程中, 建立了近代军队系统、警察系统等, 以强化现代国家的监控手段� , 但是海外华侨却

有天然的优势脱离这种监控, 同盟会进行辛亥革命所仰赖的两大力量 � � � 会党和华侨� � � 都在国

家的控制之外, 因此作为一股监控外的力量, 华侨首先帮助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泉籍南洋华侨参加革命的, 主要有蒋报策、蒋报料、蒋以麟等起于印尼泗水, 他们加入光复

会并创建明新阅书报社来宣传革命思想, 还曾于 1908年举办明崇祯帝追悼大会以唤起民族意识;

又有吴世荣、吴文楚、陈新政等起于槟城; 泉州地方的革命名人许卓然, 因曾旅居新加坡而在南

洋接受了革命思想, 回国后加入了同盟会, 为泉州最早的同盟会员。 1911年, 蒋以麟受泗水同

盟会机关委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回泉州后陆续和许卓然等革命党人和吴文楚, 杨光练等华侨革

命志士取得联系, 9月初泉州地区的同盟会组织成立, 蒋以麟被推为会长, 并在当年底顺利光复

泉州。福建沿海福厦漳泉几个城市的光复, 都有南洋华侨的巨大贡献, 南洋华侨几乎承担了光复

所需要的全部经费, 蒋以麟所属的泗水蒋氏家族提供了厦门光复所用的饷款 14700余元。华侨是

泉州辛亥革命的第一大功臣, 虽然在革命成功后他们并未进入地方的政治权力中心� , 但随着华

侨在辛亥革命后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 因此在泉州乃至全国, 华侨乃是一股独立在政府之外,

与民间保持密切关系又不同于真正的民间的政治势力。

辛亥革命胜利后, 华侨又帮助泉州侨乡解决了民军之害。

从北洋政府时期开始, 福建就进入军阀民军肆虐的时代。从 1917年到 1926年, 泉州南北军

阀混战十年, 1927年北伐军路经泉州, 虽然制止了军阀混战, 但此后的四年里泉州名义上是受

�国民政府� 统治, 实际上是 �民军世界�。民军与土匪无二, 这些民军私设苛捐杂税, 大肆搜

刮民脂民膏, 到处绑架百姓以勒赎金, 如有反抗就大兵压境进行烧杀抢掠。在泉州肆虐最久、为

害最深的是名为 �民军� 实为土匪的高为国、陈国辉等部。高为国等民军在泉州的横行无忌以

及地方百姓的求告无门, 迫使泉州乡里以承袭自明清的乡兵民团的基层军事化传统来保护自己,

泉州基层社会出现了许多以华侨牵头、华侨出资为后盾的乡间民团自卫组织。

民团的起源就是乡族械斗, 由乡族武装发展而来, �民初闽南地区的民军四起与军阀割据局

�

�

�

杜赞奇在 �文化、权力与国家 � (王福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年 ) 一书中借用了克利福德 � 吉尔茨 ( C lifford Geertz )

的 �内卷化 � 概念, 用来说明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国家政权的扩张应建立在提高效益的

基础之上, 否则扩张中依赖来推行政策的非正式机构会渐渐脱离国家控制, 变成赢利型的国家经纪。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

增长过程中, 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 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

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 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

力。 (见 �文化、权力与国家 � 第三章 ) 换句话说, 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在乡村只有榨取而无建设, 而这种榨取必须依赖于

榨取手段更高的不受国家控制的非正式机构。

英国学者安东尼� 吉登斯认为, �与现代性相联系的 �制度丛结 � 共有四种: 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生产以及巩

固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 �作为 �政府 � 权力的监控的集中化过程, 很大程度上仍只是 (如果不全是的话 ) 一种现

代国家现象。� 见 [英 ] 安东尼� 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 [M ] . 胡宗泽, 赵力涛, 译. 三联书店, 1997: 6; 59.

辛亥革命后, 泉州同盟会的许多成员都认为应该 �功成身退 �, 如新加坡华侨庄汉民, 在泉州光复后 �不居官, 往厦门从

事对南洋贸易 � ( �庄汉民传 �, �泉州文史资料 � 第九辑 )。作为泉州光复主力的树兜华侨、同盟会长蒋以麟, 亦往鼓浪屿

休养, 此后以行医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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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实际上也是乡族割据的进一步发展� [1] , 但当民军危害到整个地方社会时, 华侨主导的乡团就

担负起了保卫家乡的使命, 原本械斗越严重的地区乡团越强, 华侨力量越强的侨村乡团力量也越

强。泉州府城南门外的富裕侨村树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由其乡中侨领主导的著名的晋南联乡保

卫团曾数次打败了高为国的武装。 1920年, 树兜村乃联合附近各村组织乡团自卫, 由印尼泗水

华侨蒋报企、蒋报察兄弟各出资 5000元, 以原八乡会为基础, 联合几十个村落的乡民, 组成

�晋南联乡保卫团�, 并推举华侨、前泉州同盟会会长蒋以麟为团长。后来, 晋江南部的青阳、

石狮等镇及其附近乡村也纷纷组成保卫团与晋南联乡保卫团结盟。 1929- 1930年, 晋南联乡保

卫团第三次组团三袭高为国, 同时泉籍华侨和侨乡人民无数次函电南京政府, 要求剪除高匪, 高

匪被迫北上闽北, 最后在泉州各界与华侨的强烈要求下, 高为国于 1932年 8月 27日被枪决。至

于另一个民军头子、 �闽南王� 陈国辉的覆灭, 是在 20世纪 20- 30年代, 以旅居菲律宾的闽籍

华侨为主, 在金井石圳华侨李清泉领导下发起闽侨 �救乡运动�, 最后通过十九路军成功解决。

当时李清泉等组织福建自治会, 在菲律宾召开大会, 提出 �驱逐军阀李厚基; 联络各自治团体,

整肃民军民团� 三项主张, 此即救乡运动的开端。

华侨对侨乡近代政治的贡献, 使得他们在这个领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每股力量都试

图取得华侨的支持, 比如十九路军, 由于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 华侨也总是站在他们眼中认为对

故乡、对国族有利的一方。

工商业投资历来是华侨对侨乡贡献的重要内容。在侨乡的近代化经济建设中, 华侨不单是以

侨汇为维持泉州经济消费提供资金, 基于 �实业救国� 的感召, 华侨亦投资乡里, 发展近代工

商业, 泉州的旧城改造和公路建设都有华侨的参与。在近代的福建经济中, 最大的投资来源就是

华侨。据调查,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至 1957年止, 华侨直接投资在泉州工商、交通、文化和

其他事业的共有 178个企业或单位, 大约占泉州 1956年工商各业总户数的 30%左右。由华侨投

资建设的泉安汽车公司和 1923年通车的泉安公路的建设在泉州近代化发展中是很重要的一笔。

在直接投资之外, 由于南洋华侨在外辛苦获得的财富通常交予亲眷族人经纪处理, 或者经由侨批

局、存入钱庄变为借贷资本, 因此间接受益于华侨资金的工商业数字亦十分可观, 据泉州工商业

人士估计, 解放前泉州工商业户百分之七十以上或多或少地利用或者借用侨汇、侨资以维持企业

的经营活动。

华侨倡导了从 1923年开始的历经十五年的泉州老城的改造。 1923年泉安公路建成通车, 在

归侨陈新政、徐剑虹、戴愧生等人的促成下, 以刚从菲律宾回国的泉州辛亥革命名人、地方事务

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叶青眼为中心, 组建了泉州市政局, 着手按当时的近代化理想进行老城的拆除

改造, 泉州因此失去了一部分旧城墙, 而得到了一条新式的中心马路, 残余的旧城墙在抗战期间

完全被拆除, 泉州老城中心的中山路则充满了来自南洋的异域风情。

华侨贡献的第三个方面是公益文化事业。在泉州近代公共事业和慈善事业上, 华侨几乎是绝

对主力。近代化建设启动后, 许多新的公共产品, 如近代卫生事业、市政建设、学校教育等, 理

论上应由各地政府来提供。然而从清末到民国, 由于国家财力的不足, 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

情况不尽如人意, 而在泉州这样的侨乡社会, 华侨以集体之力在许多方面替代政府提供公共产

品, 因此华侨成为泉州侨乡社会公共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而他们对侨乡公共事务的参与之

深, 证明他们不脱离于侨乡社会, 即使身在外乡, 依旧是侨乡社会的成员, 若以 �公共领域�

为比拟的话, 华侨的活动不仅拓展了所属社区的边界, 甚至将侨乡的公共领域亦拓展到了海外,

在海外营造出一个为侨乡服务的公共空间。

华侨资本首先在泉州修建了泉安公路、泉秀公路等工程, 改造了旧城, 为基础建设的公共产

品出力, 但是在替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上更明显的是各种公共事业, 华侨在泉州兴办、支持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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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益事业, 包括学校 ( 1935年时, 泉州下属五县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 由华侨华

商创办或参与捐助的小学共 732所, 1935年, 晋江全县教育经费约 47万余元, 而当时县政府拨

款只有 3万元, 其余的全部来自华侨的捐赠 [ 2] 102- 103 )、赠药处、养老院等等, 在政府力量所无法

做到的地方弥补了空缺, 是泉州非盈利事业的先驱者。花桥善举公所的资金主要来源就是华侨。

连受教会资助的教会医院惠世医院, 也必须向南洋募捐才能维持运转 �。

慈善事业的办理也是以华侨为依靠, 在管理上, 有海外董事会 (开元慈儿院有新加坡、马

六甲、菲律宾、仰光四处海外董事会, 国内外董事会再组成海内外联合董事会 ), 在某种程度上

对侨乡事务实行 �遥控�。在经费上, 政府办理的慈善机构, 在政府无力负担这些救济机构的经

费时, 维持这些机构的任务就落到了华侨身上。民间慈善组织的经费更是大多由华侨解决, 比如

泉州妇人养老院主要经费来源有三: 一为旅菲华侨吴记霍捐助的泉安汽车公司股份一万元逐年收

入的股息, 一为南洋各埠华侨汇来捐助及各在地董事补助, 一为市内院产所生利息。开元慈儿

院, 则有在槟榔屿赞助委员会, 由各董事会在南洋的产业提供经费。

二 � 华侨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特殊作用

民国时期的中国, 面临着一种现代化的窘境。 19世纪中国被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之中, 为了抵御民族危机, 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进行现代化建设, 首先模仿的就是现代国家的运

作模式。自 20世纪初以来, 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中国对基层社会的政权进行逐步改造, 受西

方的影响, 国家竭尽全力地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清末新政就是国家权力企图进

一步深入乡村社会的努力, 新政包括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革新、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

区域以及建立各级 �自治� 组织。20世纪中国所有存在过的政治权威, 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性

政权, 都在企图将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基层, 国家的行政机构在向乡村社会延伸, 村官从职役�

再度变为国家官僚体系内的工作人员, 基层的警察制度也建立起来, 这意味着国家对基层社会监

控、控制的强化。但是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并没能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监控, 反而各地

固有的力量在消解国家的努力, 或者令其产生异化。首先是国家用于现代化启动的资金有限, 由

于晚清民国时期财政改革未到达预期效果, 机构不断增加、雇员数量变得庞大, 新增的开支需要

和投资需要令赋税也不断增加, 但实际上用于建设和发展的资金却在减少, 行政效率低下, 国家

不得不借助于赢利型经纪人�来维持对乡村财源的榨取�。这就是杜赞奇以华北农村为例论述的

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 与此同时, 往日维持农村安靖的传统权力文化网络也被现代国家

日渐破坏。

�权力的文化网络� 这个概念, 所包含的意思是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文化里的象征符

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 他们可以成为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 �权力的文

化网络� 中的 �文化� 一词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 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

�
�

�

�

�

陈石: �惠世医院了解情况报告 �, 1951年, 泉州档案馆馆藏。

在宋代, 乡官完全转变为职役, 见 �文献通考 � 卷十三, �职役二 �, 历代乡党版籍职役。
杜赞奇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 �经济人 � (或称 �中介人 � ) 分为两类, 一类为 �保护型经纪 �, 他代表社区的利益,

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 该经纪同社区的关系比较密切, 社区有点类似于 �乡村共同体 �。另一类为 �赢
利性经纪 �, 他代表外部政权对乡村进行侵犯和压榨, 并从中牟取自己的利益。

�国家政权的扩张和内卷化 �, 见 [美 ]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M ] . 王福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66- 76.

�更广泛地说, 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 (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 ) 机构的效益, 而是靠

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 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 � � � 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20世纪当中国政权依赖经纪

制来扩大其控制力时, 这不仅使旧的经纪层扩大, 而且使经纪制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 � � � 村庄。� 见杜赞奇上引书, 第 67

页。



34��� 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 0 1 0年第 4期

信仰、居民之间的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传统

中华帝国时代, 乡村社会中最直接而且最典型的权威体现在民间宗教和宗族组织之中。国家利用

文化网络深入下层社会, 下层社会的文化网络也因此得到国家的正统性支持 �。具体到乡村里,

就是被人们利用来作宗族组织的宗法制度, 以及乡村里民众膜拜的那些被国家所承认列入国家祀

典的民间信仰庙宇, 都是传统国家权力在乡村一级的文化象征。在现代化国家向乡村延伸国家权

力之前, 乡里村社的自治就是凭借这些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展开, 村民在家族祠堂和乡村庙宇里

进行乡村自治。杜赞奇认为传统时代的乡村领袖可归入保护型经纪一类, 他们往往以传统文化权

力网络作为其威望来源, 他们的合法性来自国家权力符号在乡村的延伸, 他们的权力来自乡村内

部。换句话说, 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 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 而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

利益。这是乡村精英在传统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但是 20世纪国家在侵蚀地

方权威的同时忽略了传统文化网络的这些资源, 在 �现代化� 意识形态的偏见下, 国家政权力

图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 �落后� 的文化网络的联系, 于是这些文化权力网络无法继

续在国家权威的名义下赋予那些乡村精英、乡村领袖以领导乡村的合法性。而政权内卷化的既要

支付巨额赔偿, 也要支持无休无止的混战, 这导致了官僚机构对底层财源的强化压榨, 也令乡村

领袖成为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除个别人为捞取油水而追逐职权外, 大部分乡村精英都竭力逃

避担任乡村公职。

在政权内卷化和传统文化权力网络被破坏的作用下, 华北农村为赢利型乡村经纪所控制, 即

人们耳熟能详的土豪劣绅。在民国时期, 现代化投资的匮乏、村级官吏的土豪劣绅化、军阀、土

匪的长期骚扰成为许多地区共同的窘境。但是华侨的存在, 却令侨乡社会在类似的窘境中得到纾

解, 并在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基层的控制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的情境下, 帮助保存了部分文化网

络, 延伸了基层社会的公共空间。

华侨在这种现代化窘境中的第一种特殊作用就是帮助抵抗了国家政权机构的内卷化。现代化

理论认为, 现代化需要启动资金, 需要获得持续的投资 �。晚清和民国时期, 内卷化的政权根本

无法给予足够的公共产品和工程投资。在泉州这样的侨乡社会, 不仅工商业投资主要来自华侨,

现代化的工程改造, 比如中山路和泉安公路的投资由华侨提供, 教育、卫生、文化的公共产品也

多由华侨提供。泉州平民救济院, 其开办费及经常费一开始由县政府比照警捐数目向市上店铺征

收�, 但后来警捐抗交的很多, 平民救济院的经费遂陷入困难境地。1934年开元慈儿院院长叶青

眼兼任救济院院长, 以向南洋募捐来满足需要。当泉州侨乡为土匪、民军所困时, 由华侨领导的

民团自卫武装和菲律宾闽侨救乡会又挺身而出, 解了故乡的燃眉之急, 他们在事实上充当了故乡

的保护人。

华侨在泉州侨乡的第二种特殊作用是帮助保存了传统文化的权力网络。晚清以来的现代国家

构建中, 对乡村社会的侵蚀最直接而且最典型的做法体现在民间宗教、神庙祭祀系统和宗族的权

威被国家不断侵蚀, 传统文化网络在国家权威层次上的合法性因此日渐削弱。这种削弱与对基层

社会的监控一起, 在新中国建立后达到顶峰。但是由于华侨的存在, 在整个 20世纪泉州侨乡的

传统文化网络并没有因国家的侵蚀而毁坏殆尽, 它甚至至今仍在起作用, 反而华侨经常藉由此传

�
�

�

�

见杜赞奇上引书, 第一章 �权力的文化网络 �。
见杜赞奇前引书第二章 �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 �。
�在现代社会, 每年国民产值的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用于再投资, 以推进长期、特续的高速增长。与此形成对照, 在传统

社会, 只有二十分一或更少的国民产值用于再投资。� 见 [美 ] C. E. 布莱克. 现代化的动力 [M ] . 景跃进, 张静,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17- 18.

�民国晋江振济会档案� 慈善团体立案卷 �: 平民经常费用系由本市各商户每月按照警捐比例补助, 初时系由院派员直接征

收, 民国廿五年九月奉命由县经征处统收每月拨助三百元, 隔年八月因抗战期内减为二百。廿七年县长何核定为经费七十

元口粮每名每日乙角。廿九年口粮增至三角, 无其他基金及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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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权力网络对侨乡的近代化历程施加影响。近代华侨对故乡公共事务的干预, 经常继续依托

旧有的社会资源, 其中最重要的依旧是乡族网络与血缘、地缘。华侨华人虽然在海外也因民族主

义和近代化的影响发展出新式的华侨社团去参与故乡的公共事务, 但他们与故乡基层社会之间的

首要的联系纽带依旧是传统的, 是基于乡族和信仰的纽带。

泉州侨乡海外华侨在身份不合法和中国尚未开始近代化国家建设时, 对家乡公共事务的参与

主要体现在修桥铺路, 资助乡亲, 建设祠堂庙宇上。华侨对于故乡公共事务的干预, 一开始都是

通过这些途径在进行的, 现代化国家政权开始建设后, 华侨对侨乡现代化的影响, 才开始部分经

由这些现代机构进行, 但是传统的途径仍然保留了很多。比如华侨在自己乡村里的捐建的学校,

庙宇、祠堂, 依旧要依靠村里的老人、长老、头领才能作成, 华侨在故乡创办教育事业往往以乡

族学校为起始。华侨的革命活动以家族、地缘为纽带也是一个明显的特点, 在泗水蒋氏家族及其

邻村姻亲是泉州华侨直接参与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 泉州地区最大的慈善组织 � � � 花桥善举公所

� � � 依托民间信仰系统的善济铺铺庙花桥慈济宫而建立。最好的例子是晋南联乡保卫团。这个组

织基础是旧有的当地乡族联盟八乡会; 树兜乡过去素因乡小而受到临近强宗欺压, 该村的归国富

侨蒋报企、蒋备庭等有意振作乡里, 所以树兜就与邻乡上春两村联合起来, 再加上同会帮的新门

外浮桥、高山、店头、古圳、赤涂、新石 (新宅与石龟头 ) 等共同合为八乡会, 这些村子都属

于清代以泉州府城为中心的东西佛分类大械斗中的西佛会帮, 在这个乡族联盟中, 其财政由树兜

负责的部分高达 40%。

而由于华侨的关系, 在国家权力进一步向基层延伸, 国家终于有了比较强大的控制基层能力

的新中国, 所有慈善机构都被归为公立, 却有泉州花桥慈济善举公所这个在建立、资金运作上的

依仗华侨的慈善机构, 继续保持了它民办的身份, 在建国后改革开放前继续接受华侨资助, 而且

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例, 可以与它的历史相媲美的就只有澳门的同善堂。而改革开放后侨乡各种

民间信仰、宗族组织的迅速复兴, 无疑与海外华侨华人有密切关系, 花桥慈济宫慈善机构和各类

民间信仰庙宇、宗族组织得到了来自海外的大力支持。

三 � 结 � 论

侨乡社会的现代化必须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框架下, 不可能独善其身,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的转型也不能以发展一词完全概括, 与现代性相伴随的, 并不总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这些美好

事物。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 往往要经历种种阵痛与波折, 现代国家的

构建也总是倾向于颠覆传统社会那种稳定而自得的社会结构, 或者破坏某些延续了数百年的生活

方式。而传统性与现代性又非总是对立� , 有一些传统已经被事实证明它可以顽强地适应现代社

会。在侨乡的现代化历程中, 华侨既帮助侨乡抵抗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缺乏现代化启动资金这些

波折, 充当了故乡的保护人, 也部分地保存了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 令其至今仍在发挥效用。

新中国建立后, 因东南亚民族国家纷纷建立, 中央政府遂改变了过去的华侨国籍认定方式,

不再承认双重国籍, 大批华侨被迫改变了自身的国家认同, 归化为侨居国国民, 身份向华人转

变。在这种情势下, 华侨华人要继续对故乡施加影响, 该强调的就是文化认同而不是国家认同,

这种认同并不像国家认同那样在政治上有其敏感性, 那么华侨华人就依旧能够通过传统的家族、

地域、信仰的网络与故乡保持着联系。

� 按照 (现代化理论权威 ) 西里尔� E� 布莱克教授的观点, 现代性和传统性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极端状态, 在任何社

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性。见 [美 ] 布莱克. 比较现代化 [M ] . 杨 豫, 陈祖洲, 译, 上海: 上海译文

出版社, 1996: 前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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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dern 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Hom etown

� � � Taking Quanzhou as an Exam ple

JIANG Nan

( Research In stitu te ofOverseasC h inese, Hu aq iao U niv. , X iam en, 361021, C h ina)

Abstrac t: The ove rseas Ch inese w ere recogn ized to have outstand ing contr ibutions in the m odernization of China. In

Quanzhou, these contributions we re particular ly ev ident, and even formed the abso lute m a in dr iv ing force. H ow ever, the

soc ia l transform ation o fm ode rniza tion w as no t just deve lopm ent. Them odernization dilemm a faced by Ch inaw as eased and

d igested in a spec ial way, such as the state invo lution partly resisting sta te pow er and the pow er net reta in ing the traditiona l

cu lture. Their understanding to them odernization is d ifferent w ith in tellec tua ls.

K ey words: Ove rseas Ch inese; Quanzhou; H om etown; m odern ization; state invo lu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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